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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会的世界性：藏戏、遗产和博物馆
张　帆

　　摘　要：遗产研究常将地方社会想象为民间、基层、普通、日常的，因而易于将对遗产的分析
悬置在国家与地方、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与传统等概念构造出的紧张关系中。理塘藏戏的遗
产化过程表明，遗产化并不简单是现代性在传统地区的扩张，也不仅仅是全球资本和国家权力
在底层社区的渗透，而是地方社会的世界性在时空层面的重新拓展。地方的世界性这一概念，
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强调每个地方社会
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意义体系、关系和结构，同时强调地方社会是由人和非人
的存在构成的广义联系。这一概念揭示出，博物馆与非遗表演构成众多不同形式的地方展演的
一部分，是地方社会的时空和道德秩序由隐化显的空间和过程。
关键词：地方社会；世界性；遗产化；民族志；藏戏

一、导言：遗产研究中的地方社会

对遗产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进路。其一为遗产研究（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或曰文化遗产学，是研
究、保护和利用人类创造的遗存的学问。①其二为批判遗产研究（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或曰反
思性遗产研究，是通过分析遗产与记忆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来反思身份认同和价值生产的过程，

揭示遗产和政治以及权力的关系。②这两种进路的研究显示，遗产在形式上虽然是保存地方传统，

实质上却和国家行政、市场运作、全球化的经验以及现代性的境况紧密相关。

首先，遗产被理解为“生产过去与未来的技术”，通过将记忆物化（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或者客体化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构建过去和当下的联系，形成遗产政治。③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
中，通过“遗产”构造出新的历史记忆，将过去的属于精英阶层的财产和代际传递关系，转化成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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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属于大众领域的政治和文化现实，成为民族国家共享的“过去”，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① 由民
族国家的想象构成的国际秩序，进一步强化着民族国家的现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

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不在一个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民族国家疆域内的遗存，

就不具有作为遗产地位的延续性。② 而在中国，具体的遗产实践是按照行政区划一层层展开落实
的，围绕遗产产生的义务和资源都严格对应于国家、省、市、县的行政级别和区划，遗产工程因之被
纳入地方行政体系③，其坐落的地方社会也随之被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整体叙事中。

其次，虽然遗产的概念和实践是沿着国家、文化等的边界展开，强化了国家间和文化间的差
异，但与此同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对遗产进行定义所依赖的哲学资源几乎
都有着现代的、以欧美为中心的源头。④ 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被视为遗产的去地方化以及随之而
生成“现代历史心性”（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过程。⑤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定义遗产时的共同价值观和不同地方各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间，常常发生冲突。⑥

随着“体验经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兴起，博物馆和节庆逐渐和文旅产业相结合，成为地方、

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遗产”也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名牌商标。⑦在遗产被
“品牌化”（ｂｒａｎｄｉｎｇ）的过程中，地方社会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景观。⑧

这些研究表明，如何厘清地方社会与国家、市场、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和定义
遗产的基础。地方社会常常被想象为民间、基层、普通、日常的⑨，因此，对于地方节庆或庙宇的研
究，常常呈现为对“小传统”的研究。瑏瑠随着地方节庆和庙宇逐渐成为遗产，对其遗产化过程的研究
为了缓解国家和社会、传统与地方、科学与迷信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入了多元行动者的视角，强调
地方的能动性。例如，高丙中指出，遗产是一种政治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双名制，在寺庙及其民间实
践被转化为遗产的过程中，政府、学界和民间共同参与。瑏瑡 再如，陈进国指出，在中国当下的“遗产
锦标赛”中，对于历史性和本真性的追求已经逐渐转变为官民共建的民间文化再生产运动，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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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构、地方民俗团体、学者专家以及大众媒体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① 但是，这些研究本质上
还是沿着官方和民间、国家和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二分展开分析，更重要的是，将地方转化为政治
博弈中的行动者，虽然赋予了地方社会一定的“行动力”，却遮蔽了地方社会的“想象力”，即对由人
与非人构成的世界的差异及联系的认识。而如何理解和定义遗产，涉及一整套感受和认识世界的
方式。因此，如果要超越二分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必须反思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欧美知识传统，

何以成为塑造全球现实的普世性知识②，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地方社会自身出发，呈现地方社会感
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笔者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在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对藏戏的遗产化过程的民族志田野
调查，重新思考地方传统在被“遗产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全球化、国家、市场的角色和意义。本文
指出，遗产化并不简单是现代性在传统地区的扩张，也不仅仅是全球资本和国家权力在底层社区
的渗透，而是地方社会的世界性在时空层面的重新拓展。本文进一步指出，重新思考地方的意义，

看到地方社会的世界性，对反思和理解由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等概念所构造
的“现代社会”的概念和现实至关重要。

地方社会的世界性，首先是指将地方社会看作是具有世界性的，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有对
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并且始终在组织和拓展内外、上下联系，而不是将地方
社会视为全球的局部或者国家的基层，因而易于将遗产化所构造的地方与外部的关联看作是被动
的，将地方的现实视为终将卷入全球现代性的，将地方的思想认为是局部的、在遗产化过程中将被
现代普世世界观清洗或者启蒙的。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在论述“地方性”（ｌｏｃａｌ）的时候，展示出
每一种地方性知识都具有解释世界的普遍性③，因此人类学是在村庄中研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地
方性知识④。不过，格尔兹对于地方性的讨论是建立在“理想型”的基础上，出于建立类型以比较的
目的，他没有充分展开地方与外界的时空关联。但是，如果把地方的历史展开拉长，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地方都或早或晚参与了世界体系的形成。⑤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的世界性也强调每个地方社
会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意义体系、关系和结构。

更重要的是，世界性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人群构成的世界，也包括非人的存在。正如王铭铭
指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在构造“社区”概念时，受到了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重视人，而轻视
物及物所构成的环境。以社区概念为基础进行的遗产研究，易于忽视地方社会的世界观，看不到
其中包含的对于人、物、神诸体系及其关系的认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完整的社区应该包含
人、物、神诸存在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社区研究应该是对“广义人文关系”的研究。⑥ 对社区研究
局限性的反思，有其深刻的哲学思考。近年来，对造物和自然的关注回归学术视野，“本体论转向”

的浪潮冲击着人文社科诸领域，不断反思和重置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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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本体论之关系。① 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指出，“地球”（ｇｌｏｂａｌ）是自然科学家的产物，“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是社会科学家的造物，这两者都不是完整的世界。如果回到社会最原初的意义上，社会意

味着“联系”（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这种联系从来都不局限于人类。在拉图尔看来，人对于神明的皈依，对

于人群的依附，对于不可控的宇宙的依赖，都参与建构狭义的社会，而广义的世界包括一切形式的
“联系”。②

从世界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地方及其传统的遗产化，非遗展演构成众多不同形式的地方展演

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的展现。涂尔干指出，社会性是一种道德力，使在同一分类范

畴中的人相互具有责任和义务，组织起道德秩序。从日常到超常的“集体欢腾”是社会的基础，赋

予社会以节奏，使人在世俗的无聊沉闷以及神圣的激情狂乱之间转换，以维持道德力。③ 不过，正

如费孝通所批评的，涂尔干“把社会太抽象的看成一个普遍永恒的实体。因之在理论上还有一个

弱点。他把感觉和观念分得很清楚”，对此费孝通认为，“人不是一面镜子，客观有什么，主观映出

什么来。人是一段生活”。④ 费孝通对于涂尔干的反思指出，涂尔干的讨论基于对神圣和世俗的绝

对二分，相应地就出现了对于社会和个体、观念和感觉、物质和道德的二分，在这样的二分中，社会

成为外在的、超越的、自成一体的存在，人的生活被湮灭，成为摆动在圣俗之间、映照主客的机械存

在。而世界性的视角对地方中心性以及广义联系的强调，将社会的超越性转化为内在性，弥合了

观念和感觉、物质和道德的断裂，揭示出社会性是内在于个体和地方的，生活本身也同样呈现道德

秩序。在这个意义上，遗产化不简单是国家权力或者文化产业自上而下或者由内至外进入地方的

过程，恰恰相反，以寺庙为中心的仪式和以博物馆为舞台的表演，节庆中的藏戏和作为非遗的藏

戏，都是地方社会性的表达和显现，建构着地方的时空和道德秩序。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首先介绍田野地点理塘，从历史、神话、传说、地景、宇宙观等方面来展

现地方世界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的开合和关联；继而介绍藏戏传入理塘并成为地方总体节庆的一

部分的过程，将藏戏表演视为社会性的展现，即在表演中不断“显现”地方世界的上下、内外联系，

以及与人、自然以及超自然存在的关系；然后介绍藏戏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变化过程———成

为非遗、走上舞台、进入媒体等，将这些变化放入地方的世界性拓展中，来理解全球化和现代性、国

家和市场等概念和现实在地方世界中的展开方式和关系格局；进而讨论非遗表演、文化政治以及

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遗产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和新空间，是显现地方社会性的不同

方式，参与构建地方世界的人、物、神的意义、关系和等级。“新”与“变”并非沿着传统和现代、地方

和国家、神圣和世俗等概念上的对立而展开，而是地方的世界性的转化和拓展。

二、理塘藏戏：地方社会中的遗产
（一）理塘的世界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下辖８个区、２５个乡（镇）。在文化上，理塘

属于康巴藏区，９４％的人口是藏族，以牧业为主。在地理上，理塘地处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横断

山脉中段，沙鲁里山纵贯南北，是藏彝走廊通道的组成部分。⑤ 在东西方向上，理塘是汉藏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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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方向上，理塘连接多民族的青海和云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平均海拔四
千米以上的“世界高城”，恰恰是四方通衢。理塘的世界性，在这四面八方的联系中纵横开合。

理塘县治所在，现在称为高城镇，根据《理塘县志》记载，其建制最早可以追溯至元至元九年
（１２７２），置李唐州，归云南丽江路管辖，治所李唐城（现高城镇）。① 理塘再次闪亮登场是在１５８０
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１５４３－１５８８年）在理塘建立长青春科尔寺，意为弥勒法轮洲，也常常
被称为理塘寺，此寺后来成为康区最重要的格鲁派寺庙之一。１５７８年，第三世达赖喇嘛应蒙古俺
达汉（１５０７－１５８３年）之邀，于青海仰华寺相见，弘扬教法并寻求联合，并在此后来到康区弘扬格鲁
教法，在丽江萨达木王（即丽江木氏土司）的支持下，于１５８０年在理塘建寺。②

理塘寺成为当地历史记忆的起点，在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第三世达赖喇嘛建寺的传说，都强
调了建寺原因在于理塘地形地势之殊胜吉祥，正如在理塘寺藏戏开场的扎西雪巴的唱词中所展
现的：

　　看男声如吹金色长号一样洪亮
看女声如吹金色唢呐一样悠扬

听到这歌词，远望（理塘寺）如同建在象鼻上，（两侧）吉祥之水流淌
愿上师法体安康的吉祥颂词

愿家乡幸福平安的吉祥颂词

愿大地丰产无灾的吉祥颂词

以理塘寺为中心，理塘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各有一座神山：西面波拉山（’ｂｕｍ　ｒａ　ｒｉ），北面
囊色山（ｒｎａｍ　ｓｒａｓ　ｒｉ），东面玛卿波拉山（ｒｍａ　ｃｈｅｎ ‘ｂｕｍ　ｒａ　ｒｉ），南面索如山（ｓｏ　ｒｉ）。这四座神山
中，有两座都和第三世达赖喇嘛相关：东面的玛钦波拉，据说第三世达赖喇嘛从青海来到理塘时，

青海最大的神山阿尼玛卿（也称玛卿波拉）护佑其后③，在理塘驻扎，成为玛卿波拉；南面的索如，直
译即蒙古山，据说追随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来的还有蒙古军队，在此驻扎，化为神山。

理塘寺不仅是当地时间的起点，也是当地空间的中心。在当地人眼中，理塘寺及其周围八个
村落，构成了一副以寺庙为中心八村环拱的“八瓣莲花”之景象，四座神山环绕四周又形成一个坛
城结构。现在的高城镇基本是以这八个村落为基础。八村中，据说最早的是车马村，此村地位特
殊，与寺庙成南北轴线，其中还有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１７０８－１７５７年）的诞生地，构成现在理
塘古镇的核心，政府办公大楼以及新的地标建筑“格萨尔广场”也紧邻其右。德西一村位于寺庙西
侧，二村和三村顺次向南排布。德西三个村子形成的时间比较晚，据说最初是乞讨和流亡者聚集
之地，靠寺庙施食存活下来，颇成规模。于是，出生于此的理塘寺寺主第二世香根活佛阿旺洛绒丁
真嘉措（１９０９－１９４９年）赐名“德西”，即幸福之意。后来很多外来人口，诸如汉族的木匠以及掉队
士兵等，也大都落户德西村，因此理塘烈士陵园即坐落在此村西部。替然宁巴村位于寺庙东侧，紧
邻寺庙大门。替然宁巴即老街子之意，此村据说曾经是山陕商人聚集之地，商铺林立，形成街市，

被称为“老街子”。

从理塘的史志和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理塘虽然被困于海拔四千米的贫瘠山谷，是刚刚脱贫
的落后地区，却并非是封闭被动的。民族区域常常被看作是沉默的、被动的边缘，被卷入现代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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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理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塘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５页。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２００６年，第２４１－４２页。

阿尼玛卿的不同名称，参见才贝：《阿尼玛卿山神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６７页。据其传记记载，第三世达赖喇嘛在
去青海的路上就受到了玛卿波拉山神的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

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２页）。



程和现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① 然而，假如把时空线拉长，理塘的世界在时空上囊括了从南边丽江
而来的土司和官员，从西边藏文明的核心拉萨而来的藏戏，从北边蒙古俺答汗汗庭坐落之处青海

而来的山神，从东边山陕一带来的商卒走贩。理塘接纳着乞讨流浪者，也留宿工匠手艺人，供奉着
不同的神仙，也恭迎各界政要。理塘并不是边缘局部的，而是拥有世界性的，其世界在迎来送往中

伸缩自如。

（二）显灵的遗产

１．“显”灵、节庆与社会

理塘的世界不仅在历史中展开，也在仪式和节庆中显现。山口昌男（Ｍａｓａｏ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指出，

日语概念ｍｉｔａｔｅ，通常被翻译为“显”，强调物扩展出自身物质形态所展现的时空之外的特性，指涉

更大的社会性和超社会性联系，是种“征引艺术”（ａｒｔ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表演也具有征引性，例如，在日

本的歌舞伎表演场中，演员认为表演的是浓墨重彩的行头，而非行头包裹的人，因为表演（ｔｈｅａｔｅｒ）

是神迹的展示，而神借助衣饰显灵，灵使演员做出各种动作。②在这个意义上，表演被赋予了一个新

的空间维度，将人的空间拓展至神的空间。王铭铭也指出，汉文中有“显”的概念，与“隐”相对，节
庆和神堂是“化隐为显”的过程。神堂的塑像和壁画基本是围绕主神“显灵”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

民族文化精神的具象化，和历史过程中的特定道德秩序相关。在汉文中，节庆常常被称为“社”或

者“会”，在这个过程中，物（作为祭品的食物、作为供品的宝物）和表演（娱神的戏剧）显现了活生生
的社会，参与者也感受到了社会的力量。③

在藏文明中，尤其是在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哲学中，虽然人在此世的生活是朝向彼岸的，

但是，中观派对于性空的讨论并不建立在否定缘起的基础上，换言之，还是肯定了“世俗谛”的存

在，肯定了现象世界虽然不实有，但存有，物（ｄｎｇｏｓ　ｐｏ）和人，是延续业果流转的“所依处”（ｒｔｅｎ），

不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状态或者过程。④ 因此，在这个意义
上，除了变化和无常，没有永恒存在之物，不管是人还是物，寺庙还是博物馆，其意义都不是持有而

是流转，不是保存而是显现。在藏区地方社会中，寺庙与节庆正是社会显现与生命流转的场所，既
具“显现”意义上的拓展当下的时空维度的征引性，能够激发参与者的强烈感受，同时，其征引体系

不仅包括“大传统”中的经典和神明，也包括“小传统”中的精灵和鬼怪。

理塘的节庆和仪式众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除了藏历新年，就是夏季的“耍坝子”，官方称
呼是“夏安居”（ｄｂｙａｒ　ｓｋｙｉ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佛教节日，为了避免在雨季出门踩踏生灵，僧人们
闭门不出直至雨季结束。⑤ 在西藏，夏安居结束之时，人们会给僧人们布施，并以各种方式来庆祝。

在理塘，夏安居的庆祝和祭山神的活动慢慢融合，形成了每年以“六月日皎节”（ｄｒｕｇ　ｐａ’ｉ　ｒｉ
ｓｋｙｉｄ）为核心的耍坝子。耍坝子期间，理塘僧俗官民都会在草原上扎帐篷，短则一个礼拜，长至月
余，祭山、赛马、藏戏、歌舞，日常生活被悬置，社会性则化隐为显，地方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在祭
祀、戏剧、竞技中被浓墨重彩地夸张呈现，人的空间也由此拓展至历史、神话以及神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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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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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Ｍａｓａｏ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Ｉｖａｎ　Ｋａｒｐ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ａｖｉｎｅ （ｅｄ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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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显与隐：文化展示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化展示》，《博物院》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参见［美］伊丽莎白·纳珀：《藏传佛教中观哲学》，刘宇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
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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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作为节庆的祭祀、竞技与表演

１９４７年，贺觉非（１９１０－１９８２年）在《理化县志稿》中记载：

　　六月初三日跑马会，是日黎明，堪布即率全体僧众，遍祀各山神，焚柏诵经，延至正午，始
达跑马场，在治东里许□溪支幕，观者茹堵，县长莅场，先与堪布等互上喀带，旋跑马开始。马
在前跑，道之左设箭靶，中者下马趋拜，由县长堪布赐予喀带以宠之，中的殊不足奇，在观其夭
矫之态耳［…］幕里歌舞又其余事矣。堪布率众诵经，斯须而去。游人亦收幕，渐归县属。四
乡亦各有跑马会。①

贺觉非记载的藏历六月初三的仪式活动，其程序和内容和今天相差无几：凌晨开始，理塘寺的
僧人在寺庙诵经，之后在堪布的带领下骑马祭山神。从西面的波拉山开始，按照顺时针依次在每
个山上诵此山神的经文以安抚山神、焚烧柏枝以趋祟、撒风马树经幡以求福佑。这一圈祭祀下来，

就从凌晨到了午后。午后僧俗众人在县城西面的东嘎坝上支起帐篷。中间的巨大白色帐篷“星螺
环”是跳藏戏的场所。其他人的帐篷以之为核心，环拱其周。在堪布的主持下，僧人们吹起法号、

诵经、辩经、布施、进食。之后就开始跳藏戏和赛马。理塘县各村以及县属各乡都有自己的祭山赛
马仪式，最早从五月份开始，最晚的一直到八月份。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贺觉非所记载的有最高
级僧俗官员出席的县治祭山赛马。

贺觉非记载了帐幕内的歌舞表演，却没有提到藏戏表演。其原因在于，１９４６年，在贺觉非记录
下跑马祭山仪式的前一年，藏戏刚刚从拉萨被系统引入理塘。根据高城镇藏戏团扑巴②团长的
说法：

　　１９４１年，第二世香根活佛和他的亲兄弟管家等去拉萨，共花五年的时间学习了觉木隆派
藏戏，１９４６年把觉木隆派的藏戏传统带回理塘。在觉木隆派藏戏传入理塘之前，１９４０年５月，

理塘寺仁增多吉、索朗、向秋等僧人在寺内组织２０多位僧人排练并演出《卓瓦桑姆》和《诺桑法
王》。当时拉章寺也有一个藏戏团，排演过《朗萨姑娘》《志美更登》《卓瓦桑姆》等传统剧目。

１９４７年理塘寺和拉章寺两个剧团合并，之后每年藏历５月１１日“香根日皎节”那天，第二世香
根活佛出生的村子德西村就牵头准备去神山燔柴供施、焚香祭神的所有备用东西。转山煨桑
回来之后，在“东嘎坝”演出藏戏，持续１０天。表演的时候有不同音调，语调，曲调，男音，女音，

哀歌，赞歌，角色和顺序。理塘藏戏是先跳雅隆扎西雪巴，然后猎人唱腔，第三王朝，第四祈祷
等结尾。一直以来大部分是僧人演出加上几个在家人，藏戏的内容和佛法因果关系融入在一
起，行善断恶，和平和谐，团结，众生平等。③

这段叙述把理塘藏戏的源头追溯至拉萨的觉木隆藏戏。觉木隆藏戏是藏戏的一个流派，发端
于拉萨以西的觉木隆④，觉木隆巴戏班是西藏地方政府布达拉宫内务机关直接管理的，每年在雪顿
节期间献演⑤。在拉萨，雪顿节是在夏安居结束之时，民众为僧人们布施酸奶的活动，后来活动内
容逐渐增多，藏戏表演成为固定节目。除了在雪顿节的官方演出，很多职业戏班常常在庙会和集
市等场合登台，或者在达官贵人的庄园里献艺。⑥

从拉萨引入藏戏并非偶然。理塘寺和拉萨色拉寺是祖寺和子寺的关系，也就是说，直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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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贺觉非：《理化县志稿》，理塘县档案馆藏，１９４５年。

文中田野受访对象的名字均为化名。

访谈对象：朴巴；访谈人：张帆；访谈时间：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访谈地点：理塘德西村活动中心。

觉木隆巴（ｓｋｙｏｒ　ｍｏ　ｌｕｎｇ　ｂａ）藏戏流派的起源常常被追溯到唐东杰布，不过，目前影响藏区的觉木隆巴事实上是１９１３年以重建
为名开启的，在重建过程中有过多方面革新。参见桑吉东智：《觉木隆巴的前世今生》，《中国藏学》２０１５第３期。

１７世纪，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建立，在其支持下，出现了大量职业、半职业戏班，并形成不同藏戏流派，例如蓝面藏戏迥巴派、

江嘎尔派、香巴派、觉木隆派等等。到１８世纪中叶，地方政府开始组织雪顿节中的活动和表演，藏戏成为固定表演。参见高翔：
《“觉木隆”职业藏戏及唱腔音乐研究———以西藏藏剧团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２９页。

高翔：《“觉木隆”职业藏戏及唱腔音乐研究———以西藏藏剧团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３４页。



时期，理塘寺的僧人都要到色拉寺学习取得学位，借此和拉萨的高僧以及大寺形成稳固的师徒和

供施关系，从而和拉萨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形成联盟。民国时期的理塘是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社

会，因此活佛的游历和行走是地方的世界性拓展的重要过程。第二世香根活佛在拉萨学习期间，

看到了觉木隆藏戏，随后派人去学习并带回理塘。藏戏表演于是被纳入庆祝活佛诞辰的“香根日

皎节”，后来又逐渐成为六月日皎节的组成部分。这一仪式活动形成之时，贺觉非已经离开理塘，

无缘观看。

３．节庆中的地方世界

德西村不仅作为祭山和藏戏活动的组织者以及主要布施者，而且高城镇藏戏团的成员几乎全

是僧籍为德西村的僧人。德西村的僧人每每讲到理塘寺，都会自然地说“我们寺庙”，其密切关系

可见一斑。理塘藏戏团由４０到５０个僧人构成，有三个管事，分别是德西三个村子的代表，来负责

组织各种相关的仪式和演出，五年一届，由寺庙安排。每年的藏戏表演以及藏戏表演前的转山煨

桑仪式的举办也都是德西村主导。由此，寺庙和村庄历史上的供施关系以及在坛城结构中的护佑

关系得到再现。

地方的边界及其与更大区域的联系也在仪式中被呈现。地方的边界在骑马绕界祭祀的过程

中，变得清晰。理塘的“牛场娃”们能轻松向我指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旷阔山头中，哪些草场归理塘

所属，哪些是其他地区的，必然和每年一次的绕山密不可分。王明珂指出，在羌寨里，每个寨子有

自己的草山和林场，都界限分明，各村各寨的山神菩萨与各种庙子，就是界限的维护者，定期祭庙

子或山神的活动，正是确认本家族、本寨、本村与本沟在资源分享体系中的地位。① 在理塘，接受供

养的山神大部分是外来的，例如有着蒙古渊源的索如神山，有着青海联系的玛卿波拉神山，这些神

山既区分着理塘的边界，也让理塘和更大的区域联系起来。

祭祀山神之后，僧众们来到东嘎坝，诵经煨桑，击鼓鸣锣，表演藏戏。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和宇

宙秩序也显现出来。藏戏的情节常常借助国王－大臣、贵族－乞丐、丈夫－妻子，神仙／动物－人

等人物展开，通过冲突不断显现地方社会的伦理边界。丑角常常以乞丐、渔夫、猎人等低等级的身

份出现，通过颠覆性别和地位的语言及动作，引起哄堂大笑，从反向确认道德秩序。

按照扑巴的说法，山里居有“鲁”，是类似于龙王的神衹，掌管世间雨水，雨季将近结束之时，僧

人们通过祭山诵经来震慑鲁，并通过藏戏表演来娱乐鲁，会使雨季顺利结束，一年风调雨顺。正如

扎西雪巴中的美好祝愿所表达的：“愿大地丰产无灾的吉祥颂词。”石泰安（Ｒｏｌｆ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ｔｅｉｎ）指出，

对于“鲁（龙－蛇－神）”的信仰，普遍存在于前佛教时期的萨满信仰中。② 在西藏，“鲁（ｋｌｕ）／地下

－赞（ｂｔｓａｎ）／中空－拉（ｌｈａ）／天界”的垂直宇宙结构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被逐渐融合，但在民间信
仰中，依然影响深远。③ 在猎人唱腔中，垂直宇宙结构被重现：

　　猎人头顶上的发髻，

是大成就者唐东杰布的造型，

大成就者唐东杰布，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额头上的日月，

是照亮世间无明的日月，

照亮世间无明的日月，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上面仙界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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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般的大神婆罗门，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下面鲁界的服装，

聚财宝的水中龙王，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赞界的服装，

大平原上愤怒的赞神，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下身的果子，

是如意果树结出的果子，

如意果树结的果子，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周的璎珞，

是大宝金刚手的造型，

大宝金刚手，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这一段唱词，既在描述作为表演者的猎人装扮，也在呈现表演者置身其间的宇宙。表演者们
不断召唤三界主管神灵以及佛的化现大宝金刚手，将其请入理塘的世界，或者说，将理塘人的世界
拓展至神的世界。额上日月，身贯三界，金刚护佑———世界在这场仪式中重生。

在这场祭山、赛马、唱戏构成的节庆中，理塘与不同文明区域以及政治中心的联系被展现，理
塘的历史和神话被重现，寺庙与村庄、村民与山水的关系被呈现，理塘的伦理边界和道德秩序被显
现，理塘的世界在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许中被展开。

（三）具加持力的非遗

１．国家、政治与两支戏团的诞生
扑巴在谈话中坚持使用理塘“高城镇藏戏团”的称呼，以区别于理塘“甲洼藏戏团”。甲洼是理

塘下属的一个乡，在高城镇东南三十公里，甲洼藏戏团的成员基本都是甲洼乡的村民。这支偏安
一隅的戏团，却在２０１８年代表理塘荣获甘孜州藏戏非遗传承人的名号，被政府签约为游客表演，每
个月３０００元的工资，相当于当地基层公务员的收入。

甲洼藏戏团的建立者崇西活佛解释说：

　　藏戏从最开始就是老百姓的歌舞，唐东杰布修建铁桥创立藏戏都是为了老百姓。１４世
纪，西藏很多地方有自己的王（甲波），在文化发达的地方，王就会邀请翻译家（罗扎娃）到自己
的王国，以印度的史诗传说为蓝本，以王的丰功伟绩为核心，创作剧本。这就是八大藏戏的来
源。王从百姓中挑选演员来演出和传唱藏戏，这和寺庙里跳神不一样，跳神是僧人的仪式，依
据的不是剧本，是经（朵）和咒（哈）。藏戏和寺庙无关，依据的是翻译家的剧本，是王和百姓之
间的欢庆。

旧社会的时候，香根喇嘛的前世，在４０年代就建立过藏戏团，后来丢了。理塘寺也建立
过，也丢了。我小的时候经常看藏戏，特别喜欢，脑袋里就记下了。１９８５年，我开始组织老百
姓恢复藏戏。①

高城镇藏戏团主要由德西村的僧人构成，因此在扑巴的叙述中，藏戏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方式；

而甲洼藏戏团主要由甲洼乡的村民构成，所以崇西活佛在讲述中强调藏戏的民间性。这两个藏戏
团的表演主体虽然有僧俗之分，前者的表演和仪式相关，后者的表演以娱乐为主，事实上，这两个
藏戏团具有同样的传统且有师承关系。

理塘寺的藏戏表演在１９５９年之后就停止，后来很多僧人还俗，藏戏表演中断了２０年。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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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对象：崇西活佛；访谈人：张帆；访谈时间：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访谈地点：甲洼乡崇西活佛宅邸。



年，理塘县政府召集了部分还在世的藏戏表演者，组建了“高城公社业余藏戏团”，归属县文化馆，

在各个乡村巡演，做文艺宣传。① 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藏戏团因为没有编制、经费和补贴，逐
渐停演。② １９８５年，崇西活佛做理塘寺的堪布，在其出生地甲洼招募人员组建藏戏团，并动员僧人
藏戏表演者到甲洼教授藏戏。

现在高城镇藏戏团的戏师平措告诉我，他也曾经指导过甲洼的藏戏表演者。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随着宗教政策逐渐放宽，德西村的僧人们也开始重拾旧业，在村民的支持下复兴了寺庙的藏
戏。于是就出现了两个藏戏团并存的局面。

甲洼藏戏团初创时，因为村民都不是职业演员，只是在每年耍坝子、藏历新年等场合进行小规
模的自娱自乐的表演。而高城镇藏戏团复建之后，成为每年祭山活动的中心，极具影响力。近几
年，甲洼藏戏团的发展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在成为非遗之后，地方政府修建了“藏戏传
习所”，并在２０１９年改为藏戏博物馆。甲洼藏戏团的影响力随之不断扩大，两支戏团之间开始出现
竞争与张力。

２．去魅与复魅的博物馆
藏戏博物馆坐落在德西村的一座两层的藏房里，德西村属于理塘古城的一部分，毗邻理塘寺，

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旅游区。博物馆的一层设计为表演大厅，中间是高起的舞台，周围是卡座。

理塘的旅游旺季常常和村民耍坝子的季节同步，所以，当高城镇藏戏团的僧人们在草原上为村民
们跳藏戏的时候，甲洼藏戏团的演员们则在这方舞台上为游客们表演。因为舞台表演的需要，藏
戏团要把以往六七天的戏压缩到一两个小时之内，甚至是片段式的一次１５至２０分钟的表演。不
过也因为具有可展示性，戏团有了外出表演的机会，到过巴塘、成都甚至上海。

博物馆二层被装修为理塘藏戏的介绍长廊，用图片和文字介绍了理塘藏戏的历史以及甲洼藏
戏团的演员。博物馆的介绍从唐东杰布开始。学者们指出，藏戏的起源融合了西藏吐蕃时期的宫
廷表演、卫藏地区的民间歌舞以及印度的佛教戏剧③，不过在西藏，藏戏被广泛认为是唐东杰布
（１３６１？－１４８５）创造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唐东杰布，并没有发明藏戏的历史记载；不过，作为有神
通的大成就者，他据说活了１２５岁，须发皆白④。据说他在修建铁桥利益众生的过程中，请了六个
声音优美的姑娘，通过表演筹集建桥资金。姑娘们的表演惊若天人，所以大家称之为“神仙姐妹”
（ａ　ｌｃｅ　ｌｈａ　ｍｏ），这就是藏戏的起源。正如甲洼藏戏团在猎人唱腔中所唱的：“猎人头顶上的发髻，

是大成就者唐东杰布的造型，大成就者唐东杰布，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理塘藏戏中，扎西雪巴
表演中的黄色面具以及猎人唱腔表演中的蓝色面具，也都是白髻白须，以此来纪念这位藏戏的创
立者。博物馆对于唐东杰布的介绍兼顾了学术传统和地方传统中对于藏戏起源的解释。

在二层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藏戏表演的面具，制作略显粗糙的是理塘的面具，制作精良的则是
从拉萨买来的。在藏戏中，人的角色不需要面具，而动物和恶魔是需要戴面具的。理塘人认为魔
的面具会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例如，一位僧人认为自己演了女魔而得了痛风。因此，不跳藏戏的
时候，面具都是锁起来的，尤其是女魔的面具；在演出时，女魔的面具也会被盖上白布，直到出场时
才拿下白布。而在博物馆里，面具被赤裸裸地展示着，旁边还摆放着蜡制牦牛和人，这使整个空间
显得诡异可怖，村民们不怎么到博物馆里参观，大部分来此参观的都是外来游客以及到访官员。

山口昌男指出，日语概念ｍｏｎｏ，常常被翻译为“物”，其原始意义指不可见的世界与可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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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连接，以可见的物质形态显现不可见的宇宙图式。例如，在日本的能剧中，常常存在一个萨

满角色，这个角色能够“阅读”各种物的意义从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神鬼。① 在这个意义上，物具有

征引性。在博物馆展示中，物的征引性被抹除了，时空以及关联不再通过展演被显示于当下，而是

通过在当下的展演中对物重新命名和分类，构造新的时空与关联。理塘的博物馆，一方面，在汉藏

双语的文字介绍中、在外来游客和到访官员的光顾中，博物馆空间显现着地方世界不断构造的新

意义、关联和等级；另一方面，其内部展示的物对当地人而言，依然具有强烈的征引性———面具依

然激发恐惧，佛像前面会堆满供养的钱，博物馆的院子里还能见到放生的鸡。

３．镜头中的非遗表演

在县宣传部的推荐下，甲洼藏戏团参演了影片《寻找罗麦》并于２０１８年上映。这是一部中法合

拍的影片，主要情节发生在巴黎和北京，藏戏团作为一种精神救赎出场，使主角度过了丧友之痛。

贝里（Ｃｈｒｉｓ　Ｂｅｒｒｙ）指出，包括《寻找罗麦》在内的一系列华语藏地影片，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中国逐渐升温的“西藏热”的映照，其中的藏区都是被“他者化的”。②从这个角度来看，《寻找罗麦》

中的理塘确实被浪漫化和符号化，始终是一片白茫茫，呈现出纯洁的意向，出场的人物不是着红袍

的僧人就是披戏服的藏戏演员，被平面化为救赎的符号。亚当斯（Ｖｉｎｃａｎｎｅ　Ａｄａｍｓ）以现代性的隐

喻来分析拉萨ＫＴＶ中的表演，她指出，表演成为一种生产差异的过程，在其中，正宗的他者———

藏、汉、英———被演绎、差异被生产。③如果将《寻找罗麦》也视为一个现代性的隐喻，那么，镜头中的

表演，不断合成着法国与中国、内地与藏地之间双重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世俗与神圣等的二

元对立。

不过，无论是对“他者化”的思考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只是从地方被“再现”（荧幕和

ＫＴＶ）的方式中来观看世界，而没有真正看到被再现的地方。电影里藏戏团跳的剧目《卓玛》，是团

长登巴以藏戏《诺桑王子》为蓝本做得改编。僧人们对甲洼藏戏团随意更改藏戏颇有微词。不过，

对于僧人而言，表演的“本真性”无足轻重，不能随意改动的原因在于，藏戏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手

段，更改对佛法是不敬的，对自身的福报也是不好的。而对村民们来说，表演更像是一场仪式，在

场意味着被加持④，因此，在场比入戏更重要，他们不仅常常即兴发挥，而且常常在演戏的过程中彼

此聊天，心不在焉，游离在表演和情节之外。

加持，是一种朝向神圣性的行动，也是一种赋予力量的过程，既体现在社区的风调雨顺和兴旺

丰产，也体现在个体的健康、财富和声望。在这个意义上，藏戏确实带来加持。政府和甲洼藏戏团

签了合同，藏戏团的演员们成了当地人艳羡的“吃皇粮的”。因此，当登巴向我展示藏戏团和影片

主创的合照时，他频频谈及“由县领导推荐的”“北京来的导演”。在他看来，参与国际电影拍摄并

不意味着搭上了驶向现代的诺亚方舟，由电影所构造的向上和向外的联结，使他在地方社会的关

系格局中从“能人”变为“名人”。登巴曾经出家，后来还俗，通晓藏文并在寺庙受过系统绘画训练。

在藏戏成为“非遗”之前，他主要经营一家传统藏式墙面装饰的作坊。现在，他关停了作坊，投入到

戏团的管理中，常常带领戏团外出巡演，有时还能和地方政要握手言谈。他制作的面具，被藏戏博

物馆征集为展品，和来自拉萨艺人的面具一起被高悬于博物馆，广被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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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团长登巴一下从村落能人跃升为地方名人，丑角次仁也一下成了当地的明星。丑角虽然
不是主角，却是不可缺少的，且极易出彩。次仁年过半百，妻子身有残疾不能自理，两个儿子尚未
成年，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但是，次仁天性幽默，不仅擅长用夸张的动作展现荒谬，还擅长即兴
发挥，把时下流行的笑话段子加入表演中，有时还会加几句汉语和场下的汉族游客互动，常常引得
哄堂大笑。他的表演在得到视察领导的赞赏后，他一夜之间成了古镇的明星。

藏戏演员们津津乐道于和明星一起演戏、在康巴卫视的节目、在成都报刊上的报道、在巴塘和
上海的演出。在成都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藏人聚集的武侯祠附近，这之外的区域被他们
描述为混乱无序却又充满诱惑的地方。他们充满好奇却又步步为营地出走，因为回到家乡这些外
出的经历是一生的谈资。电影和藏戏，仪式和表演，剧本和戏本，是建立超地方性联结的方式，都
使他们参与到了与更大世界的联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他者化和现代性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如果将地方作为世界的局部，那么，他
者化意味着地方作为弱势一方被想象、观看和呈现，现代性呈现为对于“地方性”的清理，或者说，

从地方所蕴含的混杂中不断制造边界和差异的过程；如果将世界看作是内在于地方的，那么，他者
化意味着一种内外关系，现代性则呈现为地方世界的一次次扩张，一次次突破边界将差异纳入自
身的过程。

三、结论：文化政治、世界性与遗产

本文在对藏戏及其遗产化的讨论中，尝试展现理塘的世界性及其拓展。藏戏于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从西藏传入理塘的过程，是理塘与拉萨关系的一种显现，也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地方社会关系的
显现。与此同时，寺庙的建设和历史无不与外在的权力中心相关联———达赖喇嘛、蒙古汉王、云南
土司、民国官员等等；节庆中的仪式、竞技和表演展现着地方世界中与自然（神山、草坝）以及超自
然存在（龙神、山神、佛）的关联。在建国后的国家建设阶段，藏戏经历了改革，被并入文化馆系统，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暂停，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复兴。复兴后的藏戏，一方面在僧人们的仪式性
表演中，依然显现着地方世界的历史和神话、宇宙观念和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随着藏戏的非遗化
和地方旅游经济的兴起，村民们的非遗展演走进博物馆、走上舞台、走入媒体，显现着地方世界构
造出的新的意义、联系和秩序。

很多研究倾向于关注遗产的“文化政治”（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即非遗表演背后的政治关系和权
力结构及其不断经历商议和重构的过程①。例如，路易莎（Ｌｏｕｉｓａ　Ｓｃｈｅｉｎ）指出，苗族强调“民族”和
“传统”的表演呈现为一种悖论：一方面，苗族尝试从少数民族、女性、农村等结构性差异中逃离出
来，加入中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努力使得少数民族、女性、农村在现代性中进一步被视为
贫穷落后的他者。②这正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政治。

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指出，将表演看作政治的神话，致力于戳破神话揭示权力运作，在很
大程度上抹去了地方的理论主体性；将政治看作神话的展演，则有助于呈现地方对于政治和权力
的解释，以神话的形象，而非科学的话语。从比较古典学和神话学出发，各种文化中———印欧、波
利尼西亚诸岛、美洲印第安部落以及非洲———都存在“陌生人－王”（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ｋｉｎｇ）这样的结构，这
种结构指向一种普遍的权力理论，即，支配是社会本质的自动表达，权力在社会之外。在此，萨林
斯强调，“陌生人－王”不是简单的支配、剥削和压迫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结构，此结构是文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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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及其关系的展开，它既是政治，也是全部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的宇宙秩序。①

同样研究海外藏人社会的藏戏，卡考斯基（Ｍａｒｃｉａ　Ｃａｌｋｏｗｓｋｉ）指出，作为行动体系的文化，自
身也是有结构的：藏文化中有一种“驱祟”（ｅｘｏｒｃｉｓｍ）的结构：息（ｚｈｉ）：平息、安抚；增（ｒｇｙａｓ）：通过
允诺财富、权力和地位来劝慰；旺（ｄｂａｎｇ）：显现力量而降伏；灭（ｄｒａｇ）：驱除或转化。这四步结构
不仅体现在各种驱祟仪式中，呼应于藏戏表演的不同阶段，也用于消除政治纠纷的“社会戏剧”。②

卡考斯基的研究表明，从表演到仪式、从政治到文化、从传统到现代，是往复式的结构转化，而不是
单向的社会进步。

因此，本文指出，藏戏遗产化的过程是理塘调整上下内外关系的过程，以容纳由现代性、国家
以及资本等概念制造的新的差异性范畴。成为非遗和“赐予喀带”类似，其表演并不简单是浮于表
面的“文化政治”，以地方作为中心，这恰恰是地方的世界沿同心圆向外向上的拓展。民国时期，南
京政府派遣的县长，在地方的世界里被视为继蒙古大汗、云南土司、拉萨地方政府等之后新的“陌
生人－王”，表征着理塘世界的超地方性，参与其中的是僧人，祭山赛马中县长和寺庙堪布互献哈
达。如今，这种“超地方性”被重新展现为“理塘－成都－中国－国际”这样的同心圆，移动于其中
的是村民，旅游旺季政府官员和藏戏演员们亲切握手。从“拉萨－理塘－民国”的世界转化为“理
塘－成都－中国－国际”的世界的过程中，作为联系节点的僧人、官员、精英们也呈现出新的关系
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戏团及其表演的三个方式———仪式性的耍坝子、遗产化的表演以及商
业化的展示，并非简单地从神圣到世俗、从传统到现代、从民间到官方的线形替代过程，而是多线
并存不断转化的过程。

正如导言所论，世界性概念有助于重新思考地方社会与现代性和全球化、国家和市场的角色
和意义。本文尝试从地方世界的伸缩开合出发来重新理解现代性，不是简单把现代性作为一个不
可逆的时间线，将地方的世界线性化，在这个时间线上安排地方和国家、仪式和表演、少数与多数、

边缘和中心，而是把传统、现代、国家、市场、仪式、表演等等作为地方的世界的变量，将其空间化，

看地方的世界如何藉着这些变量而展开。

更重要的是，世界性的视角有助于拓展“社会”的内涵。不论是涂尔干二分的社会观还是费孝
通生活的社会观，都很难真正为非人的存在留下一席之地，而自然与超自然的存在是构成地方世
界社会生活和宇宙秩序的基础。这些存在常常是文化展演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却又是现代社会观
影响之下，遗产化过程中无处安置的元素。正如开篇所言，只有返回“社会”一词的原初意义，即，

联系，将作为“自成一体的实在”而存在的社会，转化为作为由点及面纵横开合的过程而存在的社
会，才能在由点及面的过程中，将人、自然、超自然的各种存在纳入分析，才能在纵横开合的过程
中，呈现历史性形成的意义、关系和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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